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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策略
研究——以海珠湿地为例

Biodiversity Enhancement Strategies for Urban 
Wetlands—A Case Study of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摘   要：湿地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之

一，正经历着气候变化和城镇化等各方面的威胁。在人口稠密

的城市环境中，伴随湿地系统的破坏与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问题愈发严重。鉴于此，以广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为研

究对象，采用多层次嵌入型案例研究的方式，叠加交叉分析的

研究方法，从政策法规与规划体系、生境修复与空间设计策

略、日常管养与监测、公私伙伴合作模式4个方面对3个历史建

设阶段的策略进行分析，探究城市中心区的湿地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提升的策略。结果表明：政策法规与规划体系是基本前提

与保障，生境修复与空间设计策略是重要的载体，日常管养与

监测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公私伙伴合作是多源动力，四者具

有显著协同效益，相辅相成。研究结果可为城市中心区的湿地

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经验参照和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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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Abstract: Wetlands,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iverse ecosystems, 

face dangers from a variety of caus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 of biodiversity loss caused by 

the destruction and degradation of wetland systems has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in densely populated metropolitan areas.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was 

chos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strategies of the thre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stages of the wetland park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policy 

and planning system, habitat restoration and spatial design, daily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During 

the progres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was us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policy and planning system are the basic premise 

and guarantee, rehabilitation and spatial desig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vehicle, daily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is the ke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s a multi-

source driving force, and all the four have significant synergistic 

benefits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n empirical reference and action framework for biodiversity 

enhancement of wetland ecosystems in urban downtown area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iodiversity; wetland park;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ase study

护。然而，补偿机制是通过在周边或就地扩建一

定比例的“新”湿地来补偿消失的湿地[7]。但是，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指出，上述方法作用有限[6]。因

为适用上述方法的大多湿地处在远离城市环境的

地区，而受威胁最大的湿地往往集中在人为影响

因素密集的城市地区[8]。这类湿地，除了面临城

市扩展导致生态基底破碎带来的威胁之外，还面

临着其他高溢价土地建设指标的直接竞争，同时

还需要兼顾提供城市居民日常游憩的城市绿地功

能。因此，在城市中心区既无法通过划定大面积

的保护区实现生态保育，也很难在高溢价的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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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破坏与退化被认为是全球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1]，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城

市环境[2]。湿地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

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3]，其中仅占地球表面

积1%的淡水湿地，却为全球40%的物种提供了

栖息地[4]。然而，自20世纪以来，已有61%的湿

地从地球上消失，同时还有大量湿地正经历着气

候变化和城镇化等各方面的威胁[5]。

通常，建立保护区是避免生态系统退化和

破坏的常用保护机制[6]。保护区是通过减少人类

干扰，从而支持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的恢复和保

地区新增湿地来补偿原始湿地。

尽管现有关于城市地区生物多样性提升途

径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所涉及的大多为宏观尺

度，聚焦于生态网络构建[9]、蓝绿基础设施规

划[10]及景观安全格局构建[11]等途径，并通过最小

阻力模型(MCR)、空缺保护分析(GAP)等定量

分析的方法对生态用地进行分析，评估并探索区

域生物多样性提升策略。上述方法的研究尺度普

遍较大，故无法直接将其应用于场地尺度的研究

对象。另外，案例研究的定性方法是回答具体个

案中“怎么样”和“为什么”此类富有解释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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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合适途径[12]，特别是多层次嵌入型案例研究

(Embedded Design)的方式，能够按时间顺序追

溯相互关联的各种要素和事件，并找出彼此之间

的联系，而不仅仅是研究出现的频率和范围等量

化的数据。

鉴于此，本文采用多层次嵌入型案例研究的

方式，叠加交叉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透过风景

园林学科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视角①，聚焦于物

种生存环境的保护，选取中国特大城市中心区最

大的国家湿地公园——广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

园(以下简称“海珠湿地”)为研究对象，以回答

下列3个子问题。

1)城市中心区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提升的具体策略有哪些？

2)这些策略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提升过程

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3)在此过程中，哪些策略是有效且值得借鉴

与推广的，哪些经验又是收效甚微的，为什么？

通过回答以上3个问题，研究提炼出具有普

适性价值的、城市中心区湿地生物多样性的提升

经验和行动框架，指导类似区位的湿地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提升，从而减缓城市建设对湿地生境的

干扰，并使其兼具城市绿地的角色。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海珠湿地

作为“广州绿心”的海珠湿地位于广州市中

轴线南段，占地1 100hm2，是典型的“三角洲

湖泊-河流系统-半自然果林”复合镶嵌的湿地

系统(图1)。

从具有2 000多年历史，占地曾高达4 000hm2

的岭南佳果著名产地——万亩果园，到20世纪

末随着城市建设的侵蚀，仅剩1 100hm2濒临衰

败的果园，再到如今代表中国斩获“第12届迪

拜国际可持续发展最佳范例奖”的具有示范意义

的国家湿地公园(图2)，海珠湿地经历了近30年

的修复历程，逐渐探索出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

干预为辅的城市中心区湿地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

性提升经验。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引入管理学领域常用的方法——多层

次嵌入式案例研究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嵌

入式案例研究，顾名思义，是通过对主分析单位

嵌入异质的次级分析单位，完成从主分析单位出

发提出的研究问题。由于嵌入单位会有多个不同

等级的层次以探讨个案的不同维度，当案例研究

嵌入分析的层次大于等于2时，则可称作多层次

嵌入式案例研究[13]。相比单一层次的个案研究容

易局限于某一分析层级，导致研究缺少明确的证

据和具体的指标，嵌入式研究法能够通过对多个

嵌入分析单位的研究，拓展研究者的分析视角，

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回应研究问题[12]。

另外，还在多层次嵌入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

引入交叉分析法。所谓交叉分析，则是基于纵向

图1  广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保护范围
图2  位于城市中心区的海珠湿地
图3  多层次嵌入性案例研究分析结构示意
图4  海珠湿地3个阶段的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提升策略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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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横向分析的结果，对二者的研究结果进行

结合，对比得到更加综合的研究结论，从而避免

嵌入式研究中次级分析单位“各自为政”所带来

的研究焦点漂移与研究结果偏差的问题。

上述方法在该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流程如下

(图3)：首先，将海珠湿地的生境修复实践划分

为3个历史阶段(表1)，作为一级嵌入分析单位进

行纵向分析；其次，以“2级分析单位应涉及研

究对象的全生命周期”为原则，借鉴并结合《生

物多样性规划与设计可持续性的实践》个案研

究的次级分析单位[7]、《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框

架》城市生物多样性工作核查内容分类[11]，将

“政策法规与规划体系”“生境修复与空间设计

策略”“日常管养与监测”“公私伙伴合作模

式”4个方面作为二级嵌入分析单位进行横向分

析，梳理海珠湿地三阶段的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

性提升实践，归纳得到海珠湿地在此过程中采用

的具体策略及成效。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间阶

段的相同类型策略进行交叉分析，结合不同阶段

的项目成效比对，从而分析出哪些策略是有效

的，哪些策略是收效甚微的，探索其中存在的原

因，从而得到适用于城市中心区湿地的普适经验

(图4)。

2  研究结果：城市中心区湿地生境修复与生

物多样性提升策略

2.1  以刚性的土地权属制度为前提，配套保护法

规与规划体系为保障

2.1.1  刚性的土地权属制度

城市中心区域的湿地系统，虽然大部分用地

规模不及远郊湿地，但其面临的侵蚀强度大，通

过国有化的方式来明晰土地保护边界，确立清晰

的使用权，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以1991年《广州市海珠区分区规划(1990—

2010年)》颁布，海珠湿地被作为广州“南肺”

保护为标志，湿地开始了生态修复实践。该阶

段，海珠湿地由政府主导，完成了近1 100hm2

的果树保护区划定，疏通了局部的河涌水系，探

索了租地建公园的保护方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湿地面积的萎缩。但由于该期间使用权仍归农户

所有，对土地的保护与控制仅停留在规划编制层

面，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因此砍伐果树、违章

搭建等侵害果园的行为还时有发生，并不能从根

本上杜绝土地侵蚀现象。

鉴于此，2012年海珠湿地开创了全国首例

“只征不转”的土地国有化政策，从根本上解决

了湿地内土地被其他用地侵蚀的问题。所谓“只

征不转”，是指政府出资将集体土地收归为国有

土地，实行农用地永久性保护政策，但不改变现

有农用地用途，不占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年度

土地利用计划指标。海珠湿地目前所取得的一系

列生态修复实践成果，大多受益于该土地政策的

颁布。“只征不转”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划定湿地

的保护面积，既保护了湿地不再受其他城市建设

用地的侵蚀，又避免了因大面积土地转化而对其

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占用，巧妙地化解了湿地

保护与其他城市建设用地之间的竞争冲突，杜绝

了土地面积的减少。

对比“只征不转”土地政策颁布的前后2个

阶段，颁布前的第一阶段经历了短暂的生境修复

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土地被侵占的现象，而第二

阶段则彻底遏制了土地面积的减少，实现了生境

的逐步修复。差异性的结果表明，在人口稠密的

城市中心区，确立权属完整的刚性土地制度是开

展后续一系列生境修复实践必不可少的前提。

2.1.2  保护法规与规划体系

在“只征不转”的土地政策之外，海珠湿地

通过一系列保护法规和规划体系的编制，为后续

的生境修复提供了工作框架和配套保障。

在完成征地工作之后，《广东海珠国家湿地

公园总体规划(2013—2022)》的编制为生境修

复与物种多样性提升提供了引导。一方面，在湿

地总体规划中，采用了分区规划的方式，对各功

能区实施分区管理、设立管理目标、制定技术措

施，既考虑湿地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特征的空间分

布状况，又兼顾保护管理目标与周边社区利益。

另一方面，在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内容

中，规划还根据野生动物生存繁衍所必须依赖的

3个生态要素——“食物”“隐蔽”和“水源”，

来制定恢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各类原则。

另外，自2018年起实施的《广州市湿地保

护规定》中，在全国首创专章保护的先例，设

“海珠湿地保护特别规定”，从土地用途、生态

功能水平、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与报批程

序，再到周边建筑控高等方面，对海珠湿地的管

理主体、保护内容、工作程序都进行了明确而翔

实的规定。

2.2  以受损生境修复为先导，辅以基于物种栖息

行为的生境改良为后续

2.2.1  受损生境修复措施

在完成征地之后，湿地首先对受污染的水体

系统展开了修复，前期通过人工疏通，后期依托

潮汐动力，来完成水体循环与净化。一方面，通

过局部开挖水面，与现存河涌形成连通，新增水

域面积14hm2；另一方面，将湿地的荒废果林区

域进行清淤，增加滩涂面积3.6hm2，最终形成

“滩涂缓冲区-坑塘蓄滞区-潮道净化区”3级感

潮河网[17]。在感潮地区，通过水闸、水窦的建立

来控制水位，利用潮汐水动力进行调水，涨潮引

水，落潮排水。这样一来，既使得湿地生境更加

多样化，又能够利用潮汐变化实现水体交换，盘

活湿地水网，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表1	 	 	 	 	 																		海珠湿地的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提升历程

时间 社会背景 阶段起点标志事件 推动主体 阶段成效

阶段一：1991—2012年

2月，生物多样性的“点

状”修复阶段

土地竞争冲突是该时期湿地所面临的重大威胁 《广州市海珠区分区规

划(1990—2010年)》颁布

海珠区政府和当地

村庄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湿地面积的萎缩，砍伐果树、违章搭建等

侵害果园的行为还时有发生。完成了规划7个果树公园目标中

的3个，后续建设不了了之[14] 

阶段二：2012年3月—

2019年6月，生物多样性

的“面状”提升阶段

前10年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点

状”的以“人工干预”为主的湿地修复和保

护工作无法从根本上促进湿地的生态保护

2012年3月“只征不

转”土地政策的颁布

海珠湿地办公室 截至2019年6月，已保护的典型果基湿地达67hm2，维管束

植物由2012年的379种增加至630种，鸟类由72种增加至177

种，湿地河涌水质普遍稳定在IV类，部分达到II~III类[15]

阶段三：2019年6月至

今，深度系统优化阶段

湿地生境基本恢复到健康的状态，选取湿地

生态价值最高的149hm2区域进行生物多样性

提升

2019年6月“生物多样

性修复与提升工程” 

广州市海珠区湿地

保护管理办公室

截至2022年5月，海珠湿地记录有维管束植物146科835种、

动物270科888种，甚至相继2次发现世界新物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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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疏通水网的基础上，海珠湿地还通过生物

技术手段来实现水质的进一步净化。项目前期，

利用苦草(Vallisneria spiralis)随生长分泌的感

化物质对于藻类的克生作用，来改良水体的底

泥。项目中期，通过投放食藻虫的生物，来维持

水体的净化。项目后期，沉水植物群落逐渐稳定

之后，湿地管理者再往水中投放各种鱼类，最终

形成相对稳定且可持续的草型清水态湖泊生态系

统，构建“水下森林-食藻虫-鱼类”的共生网

络[17]。修复后的水体系统日常能够利用沉水植物

的作用实现悬浮物的沉降，具有较强的抵抗外界

干扰的能力，哪怕在雨季也能保持水质的稳定，

水体透明度达到1.8m[18]。

2.2.2  生境类型多样化改良措施

1)研究动物栖息行为——完成多类型水岸栖

息环境营造。

海珠湿地成立初期，果林的生境和植被都

相对单一，不利于物种多样性的孕育，因此，湿

地基于动物栖息行为研究，营造了多种水位的水

岸栖息环境。其中，通过创造长期保持水深在

30cm以下的滩涂为大部分湿地生物打造适合的

栖息环境。另外，在部分水域营造具有密集草丛

的水湾，作为动物的庇护地。同时，还通过打造

水深60cm的滩涂来迎合水鸭水禽的生活需求，

构建塔形树林来吸引鹭鸟的栖息。除此之外，湿

地还利用石榴岗河咸淡交界的潮水具有吸引海鸥

的特有地理特征，划定了海鸥湾[19]。

2)恢复高潮位栖息地——涨潮时为鸟类提供

栖息觅食场所。

湿地二期的果林湿地在涨潮时会导致大量

栖息地被淹没，鸟类在此期间难以找到觅食和栖

息的场所。因此，湿地根据鸟的脚长确定水深，

按照水鸟的翅长与起降距离确定水面宽度，建

设2座石堤、2座沙堤，为鸟类打造了高潮位栖

息地。项目还配套建设了2个水闸，以便控制水

位，保障堤边缘3m范围内冬季大部分水位低于

5cm，其他季节水位低于15cm，保障涨潮时鸟

类在四季均有栖息和觅食的场所(图5)。

3)引入稻田生态系统——不改变农用土地性

质的前提下提升生物多样性，创造经济效益。

由于海珠湿地的基本农田约占全园土地面积

的1/3，这些区域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

很难通过常规湿地恢复手段提升生物多样性。同

时，考虑到稻田系统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类型，也

是许多动物的栖息地。因此，该项目在湿地中引

入了稻田系统，在外围开挖了一条深沟，设有进

水口和出水口，为鱼、青蛙和鸟类等多种当地动

物创造了合适的栖息地。与传统水田不同的是，

海珠湿地的稻田系统用架空的木栈道代替了原来

人们行走的“耕道”，在水田与主河网之间形成

了生物循环网络，从而形成促进各种生物繁荣生

长的“鱼道”(图6)。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区域动

物多样性水平、创造良好生态效益，同时，稻田

内混合放养的经济动物的产出还可为海珠湿地提

供运维资金，减少对财政的依赖。

4)创造“生境剖面”——提升单位面积生境

的生物容量，同时打造景观科普区域。

海珠湿地的各类湿地分布零散、面积有限，

难以形成规模的生态效益。鉴于此，项目在海珠

湿地二期南侧设计了“生境剖面”：一个由林

地、滩涂、浅水塘、深水塘逐步过渡的不同标高

的连续生境(图7)。这个巧妙的设计，既实现了

提升湿地单位面积生物容量的作用，形成了较好

的景观示范，又为湿地科普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兼顾了城市中心区湿地对于城市居民的科普教育

功能。

2.2.3  物种多样性提升措施

海珠湿地从2014年起开始了为期3年的引

鸟项目，实现了物种多样性的快速提升。除通

过种植食源植物、生境营造来吸引鸟类之外，还

通过野放包括斑嘴鸭(Anas zonorhyncha)、鸿

雁(Anser cygnoides)在内的8种855只本土鸟

类，使其在湿地中自然繁殖生长，最终形成集群

效果，以吸引本土留鸟和迁徙的冬候鸟，从而有

效增加湿地的物种多样性。

另外，在第三阶段垛基果林改良的过程中，

果林“潮道”的部分底泥挖掘自鼎湖山等原生水

体的底泥，利用其所携带的丰富的广东本土物

种，构建本土物种种子库，从而进一步达到丰富

物种基因多样性的目的。

第一阶段各自为阵的点状修复方式，使得湿

地生态系统难以构建起连续完整的物质循环，因

此修复成果只是暂时和局部的，并不能得到可持

续的发展。而第二、三2个阶段将湿地系统当作

整体进行规划，从而实现了生境品质提升和物种

数量增加。因此，以整体生境的修复和规划为先

导，在此基础上根据物种栖息行为的研究，结合

不同区域环境特征对生境进行多样性改良，辅以

“本地物种野放”及“本地物种基因库”构建的

丰富物种结构的措施，是在城市中心区逐步实现

湿地生境修复的有效手段。

2.3  以设立专职管理机构为依托，引入新兴技术

为加持

2.3.1  专职管理机构为依托

和第一阶段相比，海珠湿地在后续两阶段

的管理工作方面有了专门的机构——广州市海珠

区湿地保护管理办公室，内设综合科、规划建设

科、保护监测科3个科室，下设广州市海珠湿地

维护中心、广州市海珠湿地科研宣传教育中心2

个事业单位。各部门各司其职，负责湿地不同类

型的工作，共同维护并推进湿地的生境修复与生

物多样性提升成果。

2.3.2  新兴技术为加持

2020年1月，湿地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协议，启动“智慧湿地”项目。该

图5  海珠湿地高潮位栖息地示意图标识牌
图6  海珠湿地改耕道为鱼道的方法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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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从湿地管理、游客服务、生态修复、科研监

测、科普宣教、文旅文创等方面为海珠湿地提供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服务，海珠湿地将逐

步实现从人工管护向智能化管理监控转变，从而

提升湿地公园数字化监管与维护水平[16]。

对比第一阶段的生境修复实践，完成后即不

再设置专职管理机构对湿地进行日常管养，导致

建成的果树公园因疏于管护，不堪生境压力而放

弃规划中后续的公园建设。再到后续成立专门机

构负责湿地各项工作，并引入腾讯云平台，最终

助力海珠湿地的物种多样性在量和质上都实现了

飞跃。对比差异可知，以专职管理机构为依托，

同时结合大数据的智慧管理方式，是维系城市中

心区湿地生境修复成果、促进生物多样性提升的

持续保障。

2.4  以自然教育为媒介缔结多方力量，形成多极

助力的发展模式

海珠湿地于2015年创办的“海珠湿地自然

学校”，是湿地与各方力量缔结合作、共同推进

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提升的重要媒介[20]。在支

持途径方面，海珠湿地通过自然学校平台，同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教育和环保等政府部门及众

多公益组织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监测湿地

生态、申报科研课题、研发自然学校教材、开设

自然课程的方式共同推动湿地生境修复的工作。

在服务对象方面，海珠湿地与70多所中小学及

幼儿园建立起合作，通过赠送湿地教材并提供教

学指导，引导学校自主开展湿地特色课程，促进

青少年儿童对湿地生境的了解，帮助他们从小建

立起生境保护的意识[21]。另外，海珠湿地还为企

业提供定制化的自然教育课程，通过此方式吸引

企业以共建自然教育基地等方式参与自然教育、

湿地生境修复等实践，成为重要的支持力量。同

时，海珠湿地还通过社区义工组织，邀请原住农

民作为生态专家带领市民参与自然学校的“春

耕”“播种”环节，提高周边居民对海珠湿地的

认同感(图8)。

对比第一阶段以政府为主导，饱受各方舆

论压力的艰难修复历程而言，后续海珠湿地以自

然教育为媒介，吸引了来自政府、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中小学校及周边社区的多方力量，在此

过程中不同群体被紧密联结在一起，发挥各自优

势深度融入湿地的保护工作。差异的结果表明，

充分发挥城市中心区湿地的自然教育平台，能够

使得湿地的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提升工作不再

局限于政府单方的推动，还能够因此得到专业知

识、先进技术、丰厚资金的支持，同时培养起公

众对湿地的保护意识，建立周围社区群众对于湿

地的地方认同感，从而促进湿地未来修复工作的

长足发展。

3  讨论与结论

本文既不同于大多实验样方法对研究对象

的测量揭示生物多样性的提升成果，也区别于现

有的大多研究中对海珠湿地生态修复管理举措和

工程设置逐一列举的介绍方式，而是通过多层次

嵌入型案例研究法与交叉分析法的结合，对比不

同历史时期、相同维度策略之间的成效，找出彼

此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从中归纳出可借鉴的策

略，剖析部分策略收效甚微的原因。因此，相比

实验法，本研究追溯并关联了不同时期的要素和

事件，并对其进行横纵对比，从而能够较为全面

地回答前文所提出的城市中心区湿地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提升的系列子问题。

通过对海珠湿地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维度

的策略不仅在促进城市中心湿地系统生境修复与

生物多样性提升的实践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彼此间还具有强大的协同促进效益，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促进城市中心区湿地生物多样性

提升的前提是确立刚性的土地权属制度，并辅以

完善的政策法规和规划体系，才能为后续的策略

实施提供保障。否则，没有规律的管养与监测会

使生境修复成果在短时间内因外界因素的扰动而

收效甚微。在此基础上，生物多样性的提升还需

在尊重自然规律、了解动物栖息行为的原则下，

采用分区规划的方式，对受损生境进行以自然

力量为主、人工力量为辅的修复和多类型生境营

造工作。只有通过生境修复的空间策略，才能够

将政策法规落实到场地层面，才能切实地对生物

多样性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然后依托专职的管

理机构，联合良性的公私伙伴合作，辅以新兴的

智慧技术，能够为城市中心湿地系统的生境修复

工作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源源不断的动力。反

之，若是没有专职的管理机构和良好的合作伙伴关

图7  海珠湿地生境剖面示意
图8  海珠湿地自然学校合作模式
图9  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提升策略的作用及关系

7

8

9



25中国园林 / 2022年 / 第38卷 / 第10期

系，生境修复的成果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得不

到有效的维系。同时，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还将从

多视角总结修复与提升过程中的成败经验，从而又

将反过来为促进下一阶段政策法规的制定和生境修

复空间策略的优化提供经验。

然而，现有对于城市中心区湿地生物多样性

提升策略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案例研究的方

法虽然能够从海珠湿地生物多样性实践中梳理出

其所蕴含的经验与不足，但由于“案例研究法”

的每种研究设计都包括“个案”与“其所处的情

景条件”2个部分[12]，同时，研究所嵌入的次级

分析单位的选择也具有一定“主观性”和“选择

性”，因此，在对该研究的结果进行推广应用的

同时，应考虑应用对象自身所处情境的特殊性。

为了克服上述局限，未来研究也将纳入更多不同

地理背景之下的城市中心区湿地，遵循复制法则

形成系列研究，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总而言之，城市中心区的湿地不仅能够在

人口稠密的环境中实现生境修复，提升生物多样

性，还能够利用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兼顾起城市

绿地的角色，为人们提供接近自然的游憩场所，

同时提供优质的自然教育平台(图9)。在城市中

心区湿地系统的生境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提升过程

中，既要注重发挥不同策略的独特作用，还需要

充分考虑策略间的协同作用，实现城市中心区湿

地生境修复与物种多样性提升效益的最大化。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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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及生态系

统多样性3个方面，本研究基于风景园林视角下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强调对物种生存环境的保护，聚

焦于分析海珠湿地生态修复实践中对生境保护与提

升的经验。

② 在河网水系发达的三角洲低平的河涌区域，挖沟排

水，堆泥成垛，垛基上种植荔枝(Litchi chinensis)等

热带果树，垛上形成果林，故名“垛基果林”。


